
早在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发现在正午时刻，不同地区的圭表影长会不一样，于是在汉朝就
有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说法。然而自隋朝起，人们发现几次测量的结果都与“千里差一寸”的
说法并不一致。唐玄宗时期，国家的版图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圭表日影的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要想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天文大地测量。

这次由僧人一行领导的子午线测量前后开展了四年，共建立十多个观测点，跨度约 2500

公里。 根据皇帝的诏令，天文学家在每个观测点的地面竖起八尺高的圭表（略短于 2 米），随后
分别在夏至日和冬至日进行日影的测量。 根据计算，圭表的影长差一寸，实际上对应的地理距
离只有 250 里。 这次意义深远的子午线测量活动，比欧洲相应的测量早了一千多年。

半个多世纪后的元朝，郭守敬在河南登封建立起有四丈高表的观星台，完成了更加精准的
子午线测量。 1276 年，他用水槽注水的方式对石圭进行水平校准，又发明一种叫做“景符”的
装置巧妙解决了半影的问题， 通过计算影子最长和最短时刻的时间间隔， 得出回归年长度是
365.2425 天的结果。 这与现代结果相比仅有 23 秒的误差，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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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宇宙”的理解
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

陆纾文

北斗组网、嫦娥探月、载人航天……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全球瞩目。 事实上早在数千
年前，中国就是天文学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历代科学家创造了早于西方成百上千年的天文成就，同
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天文观测资料，时至今日仍在为现代天文学研究贡献一己之力。

然而，中国留给世界的天文学宝库却没能在西方国家得到充分认可，很多欧洲人至今依然错误地
认为“是耶稣会传教士将天文学带到了中国”。 作为一位法国天体物理学家，让-马克·博奈-比多在新
近出版的《4000 年中国天文史》中以一位欧洲人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天文成就进行了客观、公正
的阐述。

———编者

在成书于公元前 100 多年的《淮南子》中，

记载着一个我们熟知的神话故事：“昔者共工与

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

潦尘埃归焉。”这些文字作为对中国天文学思想

发端的记载，一直流传至今。

诚然， 神话中涉及的诸如地轴倾斜和季节

产生等天文知识和宇宙现象， 其确切的起源已

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 但从这些神话开始， 天

文学就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史前的天文遗址， 到西汉的彗星帛书； 从唐

朝遗留的星图， 到宋代记载的客星……这些早

于西方国家成百上千年的天文成就， 以及留存

至今的数以千计的天文观测资料， 时至今日仍

在为现代天文学研究贡献一己之力。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有如此众多的天文成

就？ 《4000 年中国天文史》 一书认为， 这与

“天人合一” 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天

文学的官办性质密不可分。

在许多其他文明中， 天堂被认为是一个独

立的空间， 一个只有神才能涉及的领域。 古代

希腊人， 例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天空是

几何学上纯粹的、 完美的领域， 由不变的层层

天球组成 ； 亦是一个死板的空间 ， 与人世隔

绝。 与此相反， 在古代中国， 人们遵循 “天人

合一” 的哲学思想， 每天都在通过天象解读自

己的命运。 无论是国家的政治活动， 还是百姓

的日常生活， 都与天空密切相关。

“天人合一 ”又称 “天人合德 ”或 “天人相

应”。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 ”汉朝董仲舒将其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程

朱理学则引申为天理之说。古人认为，天地是相

通的，天上发生的每一种天文现象（例如行星相

合、日食、彗星、新星等），都对人间的事件有着

特殊的启示；与此同时，天上的不同区域也都有

地理上的分野与之对应。天空就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着人间的一切。生活在地上的人，就这样一

直处于上天的凝视之下。

在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下 ， 国家被称为

“天下 ”， 帝国被唤作 “天朝 ”， 治国要遵循

“天意”， 皇帝亦自命为 “天子”。 正是通过与

上天频繁的 “对话”， 中国古人丰富的思想才

得以呈现。

在诸多与“天”相关的事物中，“天子”一说

耐人寻味。“天子”顾名思义是“上天之子”，统治

者被认为是上天的代言人， 维系着天地之间的

和谐。作为“天子”，不仅要对国家治理的秩序负

责，也要对上天的正常运转负责。 为此，君王们

必须解读天象。 这一特性使中国的天文学在当

时成为官方首要科学， 不但在很早之前就有了

历法计算等基本内容， 还注重持续地关注任何

可能发生的天象异常。 中国古代天象观测活动

的频率究竟高到何种程度？ 从早期的来华耶稣

会传教士的记述中就可见一斑。

1688 年， 法国传教士李明访问北京古观

象台 ， 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所震惊 。 他后来在

《中国近事报道》 中写道： “五个天文学家整

夜待在观象台上， 观察天上发生的所有事情，

其中一个人负责天顶区域， 另外四个人分别负

责东、 南、 西、 北四个方向……这些人极为警

惕地注意着风、 雨、 气等不寻常的现象， 以及

日食或月食、 行星的 ‘冲’ 与 ‘和’、 流星等

一切有用的天象。”

当时的李明或许并不知道， 类似的天文观

测活动已经在中国持续了近 4000 年， 并且从

未中断过。

从公元前 5 世纪到 1911 年的清朝末年 ，

中国历代的天文学家们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详细且精确地记录着几乎所有曾经发生的天

象 。 他们为此制造出叹为观止的精密天文仪

器， 同样留给后世数以千计的天文观测资料。

然而， 这样一座天文学宝库却没能在世界范围

内得到充分利用。 令人费解的是， 这些遗产在

西方鲜为人知，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现代科学

史学家忽略。 究其原因， 《4000 年中国天文

史》 一书认为， 这与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对中

国科技和文化的误读有着直接关系。

1368 年明朝建立之后， 中国逐步放开海

禁，同时允许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些

传教士很快发现天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并

且意识到要获得朝廷的认可， 天文学可能是比

神学更加有效的工具。 而此时的欧洲正处在一

个关键时期， 短短的几十年间爆发了以哥白尼

的日心说、第谷·布拉赫的天文观测成果，以及

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新发现为代表的科学革命。

欧洲的传教士们尝试将这些知识引入中国，他

们在历法制定、日食预报上表现出来的优势，也

让朝廷对欧洲的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644 年清军入关， 新的统治者担心天象

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转而向耶稣会传教士寻

求帮助。 先有汤若望承担钦天监 “历法治理”

工作， 开启中国历史上外国人负责天文机构的

先河； 后有南怀仁主持天文仪器制造， 给中国

数千年的天文成就带来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在漫长的天文研究过程中， 中国古代的科

学家们建立了一套有别于欧洲的知识体系。 例

如， 赤道圈是依据太阳的视运动划分的， 即划

分为 365.25 度， 对应的每日太阳的平均视运

动为 1 度， 这与欧洲采用 360 度的六十进制的

西方传统相斥。 显然， 这种对赤道的划分方式

让那些接受过古希腊天文学传统训练、 习惯了

黄道坐标系的传教士迷惑不解。 同时， 中国的

天文学家将 1 度划分为 100 分， 而不是 60 分，

这同样让欧洲传教士感到困惑。

面对这种全新的知识体系， 欧洲传教士没

有进行观察学习， 反而抱着傲慢的态度， 肆意

践踏。 1600 年， 作为第一位来华的耶稣会传

教士， 利玛窦在南京看到了自元朝起就已经被

使用的天文仪器， 包括一座圭表、 一台浑仪和

一台浑象。 他起初感叹 “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

程度， 都远远超过了我们在欧洲所能看到的类

似东西”。 但很快， 利玛窦就确信这些有别于

欧洲的天文仪器存在种种 “缺点”， 于是记录

道： “北京有一座中国数学家的学院 （即钦天

监）， 南京也有一座， 它们之所以闻名， 只是

由于其辉煌的建筑， 而不是天文学家的学问。

因为他们不具备太多的学识， 更没有任何科学

上的造诣。 他们不过是依据前人的方法不停地

修订节气和历书而已。”

1669 年， 当康熙皇帝要求南怀仁改进天

文仪器时， 后者同样没有去了解中国传统仪器

的特性， 而是简单地采用他认为更合适的西式

仪器。 南怀仁借鉴第谷·布拉赫在其著作 《机

械学重建的天文学》 中的设计， 制造了赤道经

纬仪、 黄道经纬仪、 地平经仪、 象限仪、 纪限

仪和天体仪等六台新仪器， 并在随后出版的著

作 《灵台仪象志》 中强调了它们与传统中国仪

器相比 “所取得的显著进步”。 南怀仁移除了

中国传统的赤道仪器， 从而使中国的天文学倒

退了数百年。 中国人在赤道坐标仪器上的创新

和成就， 最终因为欧洲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而

被人遗忘 。 更令人唏嘘的是 ， 到了 18 世纪 ，

后续来此工作的耶稣会传教士一举销毁了那些

被南怀仁移除的传统仪器， 只为确保西洋天文

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令人钦佩的是， 这样一个从未与欧洲有

过关系的国家 ， 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 ， 在医

学、 伦理学、 数学、 天文学、 算数， 以及机械

学和人文科学方面， 取得几乎与我们相同的成

果。” 在利玛窦这段 “褒奖” 中， 我们可以读

到耶稣会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傲慢。 在那些

传教士的观念里， 欧洲才是这个世界当仁不让

的 “强者”， 其他文明唯有借鉴欧洲， 才可能

取得成就 。 更加可笑的是 ， 在他们看来中国

“几乎与我们相同的成果”， 早已被证明远在欧

洲之上 。 耶稣会的这种傲视态度是长期存在

的， 以至于西方世界至今仍认为 “是耶稣会传

教士将天文学传入中国的”。 而事实上， 中国

在包括天文学在内的许多领域， 都比欧洲更为

先进、 更具创新性。

汉语是现存最早的语言文字之一。一些汉字的构造也表明了天与人的密切联系，反映出古
人对宇宙概念更为深层的理解。

汉字“人”非常简洁，有着强有力的步伐感。 为了表示“大”，汉字在“人”上面多出了标志性
的一横，说明具备领导的属性。在“大”字上再加上一横，就是“天”，即在“大”人物之上又多了一
层担子，囊括了上天与人的两重含义，在天人之间建立了联系。 古代的君王就是这种联系的中
间人，基于此，中国还诞生了“天下”和“天子”的概念。

一些基本的天文学术语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这些现象的深刻观察。 甲骨文中表示太阳的
符号由一个圆内加一个点组成，这一神秘的符号可能暗示着中国人早期对太阳黑子的观察。令
人惊讶的是，如今所有天文学家使用的太阳符号，竟然和中国甲骨文中的太阳符号一模一样。

对另外一些术语的分析可能会令人更加惊讶。表示空间的“宇”如果去掉上面的部首，下面
的“于”就与空间结构的运动有关。与此相似，“宙”字是对时间的溯源。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
构成了“宇宙”，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属性。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宇宙便是“时空”。早在战国
时期，尸佼就有“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的论述。 要知道，欧洲完全理解这个概念，是在
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后。

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两件古老的天文学文献。 其中之一便是专
门描绘天象和气象的《天文气象杂占》。

《天文气象杂占》长约 1.5 米，分为六列，包括 250 幅图画，如云气占、日占、月占、星占，以
及掩星和彗星等。 其中，关于彗星的这部分图的内容令人眼花缭乱，包含了 29 幅精心绘制的彗
星图像，另有两幅已经残损。 每幅图都附有一个特定的彗星名称和一段占验释文，如“17 号彗
星：‘是是蒿彗，兵起，军几（饥）。 ’”“29 号彗星：‘翟星出，日（春）见孰（熟），夏见旱，秋见水，冬见
小兵战。’”更加叹为观止的是，《彗星图》还根据彗星的不同形态对它们进行了分类：既有单尾彗
星，又有多尾彗星；彗尾或为集中状，或为发散状；有的彗尾为直线，有的则为曲线。分析表明，当
时的天文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彗核和彗尾的数量，以及它们外观的不同，并据此进行了分类。

通过对帛书《彗星图》中的彗星名称和特征进行分析，历史学家发现这些彗星图并非完成
于汉朝，而是可能完成于公元前 370 年至公元前 346 年的某个时期。 马王堆的这份彗星帛书
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欧洲直到 16 世纪，才有能与之媲美的彗星图。

在那些包含了佛教经卷、医学历法等内容的卷轴里，一幅全天星图成为莫高窟藏经洞中最
珍贵的文献之一。 敦煌星图全部为手工绘制，使用了不同颜色的油墨，整幅卷轴长约 4 米、宽
25 厘米，纸张的厚度不超过 0.04 毫米。星图中绘有 1300 颗星，被分成 257 个星官，包括 12

幅以天赤道为中心的连续方图和一幅绘有环绕北极区域的恒星的原图。全图以赤道为中心，天
空则被自东至西分成 12 幅跨度约为 30 度的方图，分别代表一年 12 个月的中天星象。每幅星
图的左边都有一段文字，描述了该月的七十二侯、十二辰次，以及分野等信息。在每幅星图的底
部还有一段文字，介绍了这个月太阳所处的宿度及昏旦中星等内容。

从敦煌星图来看， 中国的星官体系与欧洲的星座传统完全不同。 在中国的传统星官体系
中，星空被划分得更加细致，以至于星官数量达到 257 个，有时甚至单独的一颗星也能成为一
个星官。 如此详细的划分方法，有助于在没有坐标线的情况下提供更为精确的位置标记，甚至
仅通过一些尺度较小的星官名称，就可以确定某天象在天上发生的具体位置。

研究认为，敦煌星图完成于大约公元 650 年，其作者极有可能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数学家、

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李淳风。这是已知最古老的全天星图，是天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

宋仁宗在位的至和元年（公元 1054 年），农历五月刚刚开始。 巳丑日这天，在开封司天监
的观象台上，天文学家杨维德发现天关星附近有一种奇怪的光芒。 这种光芒如此强烈，甚至当
太阳跃出地平线时，仍可以看到它的存在。杨维德断定，此时出现的这颗亮星应该是“客星”。他
记下了这一特殊天象，并且一直关注着这颗亮星，直至两年后它消失于天边。

700 多年后的 1758 年，法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梅西耶通过望远镜在金牛座中发现了一个
模糊的亮点。他将这些模糊的天体称为星云，并将金牛座中的这个亮点命名为 M1。到了 1844

年，爱尔兰天文学家发现其中细丝状弯曲的细节看起来像一只螃蟹，将它最终命名为“蟹状星
云”。1928 年，美国著名天体学家哈勃推断，蟹状星云达到当时的规模是膨胀了大约 900 年的
结果，这与杨维德在史料中记载的日期非常吻合。

就这样，蟹状星云成为人们理解超新星爆炸的入口：杨维德在史料中记载了超新星确切的
爆炸日期；在近一千年后，天文学家在他当年记录的位置附近发现了一团星云；最后，天体物理
学家在这团星云的中心发现了恒星死亡后的“致密心脏”。这三个关键因素，帮助我们揭开了被
称为“客星”的超新星之谜。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成为今日科学家寻找历史上的超新星最为宝
贵的资料。

▲ 《4000年中国天文史》

【法】让-?克·博奈-比多 著

李亮 译

中信出版社出版

◆ 汉字里的天文学

◆ 马王堆汉墓的古彗星图

◆ 莫高窟的敦煌星图

◆ 宋朝的客星记载

◆ 子午线的测量

中国历史上的天文成就，为何难以得到欧洲的认可？

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的天文学体系缺乏认知，他们对中国传统科学的
傲慢态度和错误评述，导致西方至今仍认为“是耶稣会传教士将天文学传入中国的”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天文成就？

古代中国，人们遵循“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君王们不仅要对国家治理的秩序负
责，也要对上天的正常运转负责，这一特性使天文学在当时成为官方的首要科学

荨 数千年来， 中国人对于

星空的探索从未停止

茛 在建的上海天文馆

（均视觉中国）


